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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基于西方左派科学家和科学组织的兴

起、中国科学家的跨国学术网络、外交工作要争取人民的战略选择，中国科学家

及科学团体通过民间渠道发挥了“科学为外交”的功能。 知名科学家以中国科

学工作者的名义开展国际友好交流或斗争，努力为国家争取更为安全和友好的

外部环境。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外科学交流的目标趋于回归科学研究自

身，原有的“科学为外交”机制也进行了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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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一边倒”方针，科学技术领域的对外交往也以中苏（及东欧）交
流为主。 现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展现了中方学习苏联科学、技术及其体制的历程、贡献与争

议，并在此种类似“冲击⁃回击”模式的经典叙事基础上，强调了新中国对科技独立自主的

渴求［１］。 但值得注意的一个微妙差异是，１９５０ 年 ８ 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

表会议（简称“科代会”）上，代表科学家的严济慈在报告中指出，“铁一般的接二连三的事

实，使我们在国际形势上分清敌友，认清民主和平与侵略战争两阵营的对垒，而愿意一边

倒向苏联”（［２］，页 １９）；而副总理黄炎培则在讲话中希望中国科学家“不但团结本国科

学家们，还要团结国际科学家们，不但团结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们，还要团

结帝国主义国家爱好和平尊重人道的科学家们，和他们做一个世界科学家大团结”（［２］，
页 ３０），对科学界的对外交流寄予了更加开放的期待。 在中国科学院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就明确

“在与国外交流时，应与我国已建立邦交之国家为限，对于未与我国建立邦交之英美帝国

主义国家则避免与之来往” ［３］的约束下，这就需要组织动员科学家或科学团体开展跨国

交流，即本文所称的“民间对外科学交流”。 已有研究通过关注抗美援朝期间围绕细菌战

问题对国际支持的争取［４］、１９５７ 年起参与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５］ 等个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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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学家个人活动对国家外交的作用。 本文尝试为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 年的民间对外科学交流

提供一副更为全面的历史图景，并讨论这一时期科学服务外交的特点与后续发展①。

１　 科学国际主义的环境

现代科学具有跨国交流与合作的传统。 在此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对外科学

交流成为可能，还至少可归因于科学国际主义在 ２０ 世纪复杂政治局势中的三方面表现。
１. １　 西方左派科学家与科学组织的兴起

２０ 世纪上半叶，英国科学界兴起“科学的社会关系”运动，呼吁科学应使全社会共享

福祉，代表人物包括物理学家贝尔纳 （ Ｊ. Ｄ. Ｂｅｒｎａｌ）、生物化学家李约瑟 （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等左派科学家。 特别是在剑桥大学的生物学、物理学两个学科，科学理论的持

续变革使得部分科学家也不再满足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并在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劳工运

动的影响下率先成立了代表科学工作者利益的工会组织［６］ ②。
贝尔纳在 １９３９ 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提出，“科学上的国际主义是科学

的最特殊的特征之一” ［７］。 二战后，多国科学工作者在苏联科学院成立 ２２０ 周年纪念大

会上筹划成立世界性的科学工作者组织。 １９４６ 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ＷＦＳＷ，简称

“世界科协”）在英国成立，旨在通过科学的应用与发展以增进人类的福利，由法国核物理

学家约里奥⁃居里（Ｊｅａｎ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Ｊｏｌｉｏｔ⁃Ｃｕｒｉｅ）任会长、贝尔纳任副会长。 另一边，在长期致

力于国际科学合作的李约瑟的推动下，１９４５ 年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在酝

酿阶段将“科学”明确添加于机构名称与工作内容中［８］。 尽管世界科协、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性质分别为民间组织与政府间组织，但都持有科学能够持续推动社会进步的信念，希
望在自由、民主、和平的世界中促成一种新的科学国际主义［９］。 １９４９ 年初，世界知识分子

和平大会（又译“世界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联合发起世界保

卫和平大会（又译“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约里奥⁃居里任大会主席、贝尔纳任副主席，
这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科学家和科学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１０］。
１. ２　 中国科学家学术成长的海外经历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人留学欧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对于涂长望、钱三强、周
培源等其后活跃于对外交流的科学家来说，留学不仅是对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学习经历，同
时也是体验西方文化和搭建学术网络的过程，为日后的跨国交流积累了文化资本与社会

资本。 涂长望于 １９３０ 年通过湖北官费留学英国，在英期间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和留学生

中的共产党员，后加入英国共产党。 １９３４ 年应竺可桢之邀中断博士学习回国后，涂长望

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面向科学工作者的统战活动，并参考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于 １９４４ 年

牵头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１９４６ 年，涂长望借赴英参加国际气象会议的机会，代

４４３

①

②

本文提交“２０ 世纪中国科技外交史”国际研讨会后出版的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一书在第一章中

亦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讨论，参见 Ｇｏｒｄｏｎ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 ３５—４８。
需要指出的是，其时同样存在质疑左派科学家的声音。 可参见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０５—２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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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参加了决定世界科协成立的科学与人类福利大会，后任世界科协

远东区理事。 涂长望此行还推动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留英、法、美分会的成立，为日后

动员海外人才归国服务做了准备（［１１］，页 ８０—１１７、２９４—３４２）。
钱三强大学毕业后到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受曾留法并任法国物理学会

理事的所长严济慈鼓励，于 １９３７ 年通过中法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考试，赴巴黎在约里奥⁃居
里夫妇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并获博士学位。 受益于国际化的研究团队和跨国学术交流中

获得的启发，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共同发现并研究了铀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
１９４８ 年钱三强回国时，得到了约里奥⁃居里夫妇“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

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的评价（［１２］，页 １００）。 钱三强本人及何泽慧的学习与研

究经历都直接受惠于跨国科学交流，这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对于中科院设立“对外

文化处”的主张［１３］。 在法期间，钱三强受到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影响，之后更是发现导

师约里奥⁃居里就是一名秘密法国共产党员。 由于约里奥⁃居里的关系，钱三强还多次参

加了世界科协的活动。
１. ３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跨国科技交流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争取外部理解支持的经验。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外交渠道有限，民间（特别是人民团体）的非官方交流就尤为重要。 周恩来 １９５２ 年在关

于外交方针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
国际主义、反对“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并提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

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

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等论

断［１４］，可视为其后“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外交政策的早期探索。
这一时期对“技术一边倒”口号的动态评价，成为新中国探索跨国科技交流方针的

一个缩影。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针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的报告，毛泽

东将中共中央批语原稿中“确有不当之处，但在目前尚无害处，暂时不必公开批判”改为

“虽有不恰当之处，但这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

题来批评，正式的口号应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１５］，页 ６２７—６２８）。 中共中央在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批转并肯定的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工程技术人员会议情况及今后工作

意见的报告》中，还对“不相信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怀疑‘技术一边倒’”的思想进

行了批评［１６］。 而到 ２６ 日，中共中央专门发文纠正“技术一边倒”的错误，申明“技术问题

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

度服务的” ［１７］。 中央对外交工作中坚持国际主义的要求，以及对“技术一边倒”的纠正，
为科学界在大规模学习苏联的同时开展更广泛的对外交流创造了空间。

２　 以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名义开展对外交流

１９５０ 年科代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

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两个全国性科学社团，将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作为科联

的四项任务之一（［２］，页 ８４）。 特别是在官方交流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少数科学家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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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团以中国科学家的名义走到国际交流的台前。 据竺可桢日记，科联 １９５２ 年度的

２８ 亿经费预算中有 １０ 亿为国外联络费（［１８］，页 ６８０），国际交流在工作布局中的地位可

见一斑。
２. １　 寻求更多理解支持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经周恩来同意，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被增列为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

方代表团体；钱三强经申请被允许带 ５ 万美元赴会，用于购买核科学研究设备和资

料（［１２］，页 １２５—１３３）。 据中方代表团副团长刘宁一的回忆，周恩来在代表团临行前谈

话指出，此行是为了寻求朋友、寻求团结与和平、寻求知识，要善于和各国人民广交朋友，
还要宣传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真正实现彻底和平对世界和平的贡献［１９］。 团

长郭沫若还受周恩来托付给李四光带信，希望他早日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２０］。 类似地，
涂长望 １９５０ 年赴英参加英中友好协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活动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与

钱三强已写信邀请回国的李薰会面。 之后正是在李薰的带动和联络下，张沛霖、张作梅、
方柄、庄育智、柯俊先后回国，成为新中国金属物理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２１］。 世界保卫和

平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后，科联、科普等中国科学团体继续活跃于相关活动中，
如始于 １９５２ 年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就是在尝试通过对包括阿森维纳、哥白尼等科

学家在内的文化名人的纪念，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价值共识。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

研究会共同发起的科代会召开筹备会（简称“科代筹”），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与世界科协

的紧密联系逐渐交予科代筹及其后的科联。 科代筹会后就接到世界科协的贺电，并复电

“我们愿意在我们岗位上与贵会共同进行国际科学界的民主运动，争取全世界的人民民

主，与持久和平” ［２２］。 １９５０ 年，科联克服自身困难缴纳 ２００ 镑会费，使世界科协的经费紧

张得到暂时解除［２３］；到 １９５５ 年，科联的会费已从 ６００ 镑升至 ８００ 镑［２４］，足见科联的财政

支持对世界科协的贡献。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世界科协就有意于 １９５０ 年在华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科代筹

主任委员吴玉章和钱三强得知后分别致信约里奥⁃居里表示欢迎，并提出承担代表旅费、
会期安排等具体建议。 钱三强还表示，中科院计划着重发展原子物理研究所，希望通过这

次大会邀请这方面专家来华交流（［１２］，页 １５２—１５３）。 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此次会议

到 １９５１ 年才得以在巴黎举行。 会上选举约里奥⁃居里为会长，科联主席李四光同贝尔纳、
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Ｃｅｃｉｌ Ｆｒａｎｋ Ｐｏｗｅｌｌ）共同担任副会长，并决定在北京设立远东办事

处。 据参会的茅以升、谷超豪回忆，周恩来在中方代表团行前听取汇报，对代表团的大会

发言稿做修改，并就法国不发签证、外国人不了解抗美援朝等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指示。
法国政府拒绝中国等国代表的签证后，会议改为同时在巴黎、布拉格举行，此时周恩来又通

过电报对于修改发言稿作了指示［２５］。 当时世界上有科学家对抗美援朝存在不解，还有的虽

表示同情但缺乏信心，中国科学家在会上的宣传增进了国际同行对中国的理解与信心［２６］。
至于学习苏联科学经验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科学交流方面，潘菽等人在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就受中共中央指派赴苏联参加巴甫洛夫纪念活动［２７］。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科学交流

以官方渠道为主，民间交流中较为实质性的是科普 １９５４ 年派团访问苏联。 事实上，科普

本就是以全苏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为蓝本建立的，此次访苏回国后又在组织结构和

６４３



　 ３ 期 王慧斌：科学为外交

普及方式上进一步向苏联看齐。 其他的民间科学交流主要是科联、科普与对应的苏联高

等学校与科学机关工作者工会、苏联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之间在重要政治时间节点

相互致电，以体现“我们中国科学界和中国人民一起，决心和苏联科学界与苏联人民，更
加紧密地团结一致，为更加发展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到底” ［２８］。

学会对外交流的进展主要出现于 １９５５ 年，中国建筑学会派团赴荷兰海牙参加国际建

协大会，理事长周荣鑫当选为国际建协执行委员；中国天文学会派团赴爱尔兰都柏林参加

国际天文协会大会，补齐了 １９４９ 年起共六年的会费 ６０００ 金法郎［２９］。 据吴良镛回忆，中
国建筑学会与国际建协的联系，是通过留法归来的华揽洪与其担任国际建协秘书长的同

学建立起来的，周恩来请陈毅在代表团行前接见了全体成员［３０］。
２. ２　 开展国际舆论斗争

在国际冷战局势和新中国“一边倒”方针下，中国科学团体也承担着代表科学家进行

舆论等方面斗争的任务。 科代筹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 “保卫世界和平与反美帝侵

略”（［２］，页 １８），特别是在声援西方左派科学家方面，如：１９４９ 年 ９ 月致电英国科学促进

会，抗议贝尔纳因批评英美科学研究的好战倾向而被开除会籍，并致电慰问贝尔纳［３１］；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又因法国政府撤销约里奥⁃居里的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而抗议，同时致

电慰问约里奥⁃居里［３２］。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因美国政府拘捕钱学森和回国途中的赵忠尧、罗
时钧、沈善炯，科联主席李四光分别向联合国大会主席及世界科协秘书长克劳瑟（Ｊ. Ｇ.
Ｃｒｏｗｔｈｅｒ）进行控诉，并向美国总统杜鲁门（Ｈａｒｒｙ Ｓ. Ｔｒｕｍａｎ）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美国立

即释放被捕科学家并保证不再有类似举动［３３］。
１９５２ 年初，毛泽东就美国在朝使用细菌武器作出“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

员舆论反对”的指示（［１５］，页 ５００）后，中国科学家及科学团体做出积极响应，解决了当

时在国际上虽有来自宗教、法律、新闻领域人士的支持但缺少科学说服力的问题［４］。 相

较科普主要是面向国内开展宣传，科联更加侧重国际联络。 在郭沫若以中国人民保卫世

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就细菌战问题致电约里奥⁃居里的同时，科联也致

信世界科协秘书长克劳瑟；克劳瑟又致信世界和平理事会秘书长，要求就此事成立国际法

庭，并希望世界和平理事会及成员国都提出抗议［３４］。 ３ 月 ２４ 日，科联、科普联合召开细

菌战宣传座谈会，提出着重由科学家个人对英美个别科学家宣传（［１８］，页 ５８５）。 此后

病理学家李佩琳、吴在东就此事致信李约瑟，呼吁英国科学界共同制止美国开展细菌战。
钱三强更是全程推动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调查在中国和朝鲜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

委员会”及其成员邀请，并受命担任委员会联络员（［１２］，页 １９０—１９６）。 其后，涂长

望（［１１］，页 ４９３）、医学家方石珊［３５］、细菌学家陈文贵［３６］ 还分别在世界科协第 １１ 次执行

理事会、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等国际场合对美国开

展细菌战进行了控诉。
二战后的世界开始对原子弹的研制与使用进行反思，加之新中国还需防范核威胁，就

尤其需要科学家的表态以反对原子武器、推动和平利用原子能。 １９５０ 年世界保卫和平大

会常设委员会通过关于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时，科代筹就曾予以积极

响应（［２］，页 １９）。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苏联声明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

中国等国帮助，科联、科普随即与中科院联合座谈并表示热烈欢迎。 １９ 日，世界和平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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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委会为了应对北大西洋集团公开准备原子战争，通过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告世界

人民书》并决定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签名活动，希望中国能有 ４ 亿人签名。 按照周恩

来（［３７］，页 ４４５）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指示［３８］，中
科院、科联、科普于 ２ 月 １７ 日联合举办签名大会，１０００ 多名科学工作者在《告全世界人民

书》上签名［３９］。 当年 ８ 月，联合国召开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有 １１００ 余篇论文参会，
并通过展览和 ２０ 多种电影展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成就。 在会议筹办之时，担任世界科协

主席的约里奥⁃居里便致函联合国大会主席，提出邀请包括科联在内的多国科学团体参

会［４０］。 尽管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没有获得邀请，但涂长望仍以世界科协观察员的身

份参会，搜集了较为全面的会议资料并发言申明了立场［４１］。
２. ３　 为政府部门“出面”

除了实质性的对外科学交流，科学团体还发挥着为政府部门“出面”的功能，这在对

于跨国科学交流具体事件的研究中已有所提及。 如：１９５４ 年苏联科学院介绍日本进步科

学团体负责人柘植秀臣访华，郭沫若亲自接待，由科联、科普请其报告日本科学界情

况［４２］； １９５４ 年伦敦动物学会希望用麋鹿与中国交换动物资料，外交部、中科院、北京市讨论

决定“为了与英国动物学会的地位适应，我方应由中国动物学会出面接受” ［４３］； １９５６ 年在

华召开的世界科协执行理事会多由世界科协发出邀请信，但美国鲍林、日本柘植秀臣则分别

以中国生理学会、中国化学会的名义邀请，以免他们因被“染红”而影响行程［４４］。
在这一组事件中，各个科学团体发挥的作用可能都是有限的。 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

“出面”功能的共性仍然是值得注意的。 其时已经有不少政府业务部门意识到，在坚持中

科院各学部或业务部门领导的前提下，“国际活动很多场合以专门学会形式出现更为适

宜，特别是与那些没有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来往” （［４５］，页 ５５６）。 中华医学会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交往就基本被纳入上级领导机关的统一安排，往往带有明显的任

务性质。 抗美援朝期间，在中华医学会的动员和组织下，赴朝鲜前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其他

科技工作者达 ７０００ 多人，上海、重庆、北京分会全体会员还各捐献一架飞机［４６］。 １９５３ 年，
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成立世界医学会议，以争取西方医生、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交流经

验，中华医学会派团参加前两届会议并以缴会费的形式进行了资助［４７］。 １９５５ 年，日本医

学代表团访华并受到周恩来接见（［３７］，页 ５１４），也是由中华医学会出面邀请并签署了

友好协议［４８］，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推动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３　 “科学为外交”的特点与调适

通常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事业强调从“为科学而科学”转向“科学为人民服

务”（［２］，页 １８），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更加面向国家建设需求。 但由本文可以看出，这
一时期科学家及团体的对外交往常常超出科学研究本身，在高层领导的关注下，充分利用

科学家身份与世界科协等国际科学合作网络，为新中国争取和平友好的发展环境做出更

为直接的贡献。 如果将其置于将“科学外交”分为外交为科学（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科
学为外交（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外交中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的概念框架［４９］，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民间对外科学交流显得更为接近于一种更强意义上的“科学为外交”，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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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于外交工作需要，而科学研究的内在驱动相对有限，有时甚至仅限于“出面”。
当然，科学家在开展对外交流时也在努力为科学事业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形成了在购置

研究设备与资料、推动海外人才归国、获取科学情报等方面的“副产品”。
这一时期民间对外科学交流的成就，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本文尤其指出两方面因

素。 一是科学家个人的海外学术经历与跨国社会网络，成为打破外部封锁、争取理解支持

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特别是相较留美归国的同仁，涂长望、钱三强等在与新中国相对

友好的法国、英国的学术经历，以及与约里奥⁃居里等左派科学家建立起来的网络关系显

得尤为重要。 二是对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 当时，美苏都认为科学技术并

非是价值无涉的，苏联由此收紧了跨国科学交流［５０］，而美国则尝试通过科学技术推行其

政治制度［５１］。 与美苏相较，中国基于技术无涉阶级和制度的价值判断，在对外科学交流

上选取了一条更为实用和包容的路线，也消除了与尚未建交国家及尚未加入国际组织的

团体的交流障碍，对于推进科学技术进步乃至更宏观层面的国家建设、争取和平友好的外

部环境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后，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善与国内生产建设的需要，科学技术事业更加重视“向外国

学习” ［５２］。 至 １９５７ 年底，有 １６ 个学会与 ４４ 个国家的科学团体进行经常的刊物交换［５３］，
医学、天文、地理、土壤、畜牧兽医、土木工程、建筑等专门学会参加了有关国际科学团

体（［４５］，页 ６０１）。 在此趋势下，民间对外科学交流的集中性政治任务有所减少、多元性

学术交流明显增多，科联在运行与制度上的困境也更加明显。 从自身运行来看，科联虽设

有国际联络部，但部长华罗庚和副部长吴英恺、陆士嘉都有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华罗庚

１９５５ 年除中科院数学所所长职务外还有 １２ 项社会兼职［５４］。 国际联络部起初只有一名做

具体工作的干部，到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才随着外事工作的增加而扩充到 ４ 名，且无人真正精通

外语翻译，使得对外交流“不但从未能主动进行，被动处理亦很不及时”（［４５］，页 ５４５）。
而从制度来看，当时外交工作的机构有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外交部等主管

部门，还有专门从事民间交流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科联联合发起的中国人民

对外文化协会、科联作为团体会员单位的中苏友好协会等；具体到对外科学交流中，还需

协调好与中科院及 １９５４ 年前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关系。 科联在 １９５４ 年初讨论工作

方针时，一度提出中科院和科联的国际活动应按照“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由科联

负责联系未定邦交的资本主义国家（［４５］，页 ５３３）。 但到 １９５５ 年底，科联的国际联络部

机构及干部都被并入中科院（［４５］，页 ６０２）。 尽管如此，正如中科院党组 １９５６ 年拟上报

给中宣部并中央的报告所提出的，“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来往，由科联出面，更有特

殊的作用”，科联在国际交流方面的功能定位也被调整为“出面参加国际科学活动（具体

工作由科学院联络局办理）”（［４５］，页 ５６３），并在其后的世界科协第十六次执行理事会

和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等对外科学交流活动中继续作为主办机

构出现，表明民间渠道“出面”的作用仍有其独特价值，从而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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